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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学文化的进退往往意味着该文化

的强势与否，折射着背后人群、国家的盛

衰，因此考古学文化进退研究对于准确认识

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意义。商作为三代

文明之一，也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点时

期之一；但相较于晚商文化在北方、西方、

南方的退缩[1]，其在东方的进退尚需进一步

探讨。

商文化的东方地区大致以今山东省为

中心，包括临近的河南东部、安徽北部、江

苏北部、河北沧州等地。徐基认为商文化在

二里岗上层时到达山东西部，晚商时拓展到

青州、寿光一带，形成“东渐”势头[2]。张

国硕将“东渐”过程细化为停滞期、发展

期、全盛期三段[3]。之后，学者对商文化在

早中商时进入海岱腹地、殷墟时到达胶莱平

原及黄海之滨的“东进”认识逐步统一[4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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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材料增多，学者发现商文化在殷墟时期

并非一直处于东扩的状态，甚至还存在收缩

的态势。曹斌认为殷墟三、四期时鲁南地区

晚商文化分布明显收缩[5]；刘绪认为晚商时

期商文化在东方发展势头强盛，在东南方则

已退缩[6]；燕生东认为在殷墟一期后段到殷

墟三期前段商文化东界北部、中南部存在退

缩[7]。由于使用材料不同、分期细化程度不

同，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分歧，晚商文化收缩

的原因与性质也有待深入剖析。

邹衡先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七组[8]，

后来将最早的1组归入早商文化晚期的范

围[9]，其余三期六组归为晚商文化。邹衡所

划分殷墟文化最早的1组大致相当于王立新

所划分早商文化第三期第6组[10]和唐际根所

划分中商三期[11]。基于学界多认为商文化在

二里岗上层时空间范围达到最大，早商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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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三期（即中商二、三期）保持了这种发

展势头，因而本文所指殷墟一期[12]包含早商

文化第三期第6组或中商三期；本文所指的

晚商文化与邹衡所言殷墟文化（包含最早

的1组）一致，年代范围为盘庚迁殷到商末

周初。

一、晚商文化在东方的
分布态势

目前新材料的刊布、新研究认识的提

出，为我们探讨晚商文化在东方的进退提供

了新的基础。我们将晚商文化在东方的分布

边界分为北（即鲁北及沧州一带）、中（即

鲁东南一带）、南（即苏北及皖中北一带）

三部分，分别进行考察。

盐业考古的深入使学界对晚商文化在

东方北部的推进有了新的认识[13]。从陶器分

布看，早商文化影响范围相当广泛，且一

直延续到殷墟一期。沧州孟村高尧庄[14]所

出及阳信李屋H42∶1[15]陶鬲器形瘦高，折

沿方唇，弧腹略垂，高分裆，大锥状实足

根，是殷墟一期典型器形。滨州滨城区兰家

BLSZ∶1[16]，邹平丁公J1∶4、5[17]，桓台前埠

H104∶1、2，H129∶4、J2⑤∶10，桓台唐

山H122③∶1[18]，这几件陶鬲为折沿，弧腹

略垂，分裆变矮，锥状实足根变小，器高变

矮，年代大致为殷墟一期偏晚。此外，沧州

孟村高尧庄、倪杨屯[19]及滨州滨城区卧佛台

出土陶鬲残件锥状实足根较大；沧州倪杨屯

所出及阳信李屋H45∶01假腹豆残器，同样

显示各遗存可以早到殷墟一、二期。

燕生东曾将黄河三角洲与莱州湾沿岸地

区咸淡水分界线两侧遗址划分为沿海盐业遗

址、盐业遗址群内侧聚落、内陆腹地聚落三

个聚落群[20]。盐业遗址群内侧聚落群的分布

与咸淡水分界线基本重合，在聚落中盐业器

具盔形器与生活日用器大致各占50%，如阳

信李屋遗址、滨城区兰家遗址等[21]。以这些

遗址陶器为线索，可以构建起盔形器与日用

陶器详细的分期体系及对应关系[22]。经燕生

东研究，黄河三角洲、莱州湾沿海地区盔形

器均可以早到殷墟一期。也就是说，殷墟一

期时商文化已经到达渤海南岸盐业遗址群内

侧，这些遗址中的盔形器与同时期沿海盐业

遗址群中盔形器形制完全一致，因而鲁北商

文化在此时可能已延伸至渤海南岸地区。

鲁东南地区目前见到的商代遗存主要

为调查资料[23]。调查简报刊布商代文化遗存

54处，认为鲁东南地区晚商时期文化遗存一

直均有分布。对此，燕生东等提出疑议，认

为该地区未见到殷墟二至四期遗存，文章所

提到的晚商文化材料大部分早于殷墟二期，

部分则进入西周早期[24]。鲁东南地区陶器以

鬲、簋、盆为主，兼有少量罐、豆。陶鬲均

残存鬲足，实足根较大且抹光；陶簋均为圈

足，矮圈足且器底多下凹；豆盘为假腹豆豆

盘；盆、罐多为口沿，时代特征不明显；这

些器类与殷墟同类器相比，均显示其年代下

限不晚于殷墟二期。调查简报认为属于殷墟

三、四期遗址中，仅日照两城镇联合村、沂

南南寨所发现鬲足为非实足根陶鬲，但鬲足

足尖处呈“V”形深凹，分裆较高，与殷墟

同时期陶鬲足尖处转角弧圆、分裆低矮的形

制特征差异明显，这类器物的年代、性质还

有待进一步明确。

晚 商 文 化 在 东 南 方 分 布 的 遗 址 可 以

到达苏北、皖中北地区，主要包括沭阳万

北[25]、盐城龙岗[26]、连云港大村[27]、徐州高

皇庙[28]、沭阳马墩[29]、洪泽施庄与土城[30]、

贾汪焦庄[31]、凤阳古堆桥[32]、阜南台家寺[33]

等。这些遗址的出现多与早商文化晚期的扩

张关系密切，典型陶器年代下限可到殷墟一

期，仅个别器物年代略晚。

随着早商二里岗时期商文化的扩张，

殷墟一期时商文化在东方北部已经到达黄河

三角洲与莱州湾沿海，最东可到潍河流域；

中部鲁东南到达沭河流域，未能拓展到沿海

地区；南部到达淮河南岸，并延伸到黄海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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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[34]。也就是说，除山东半岛外，商文化占

据了东方的绝大多数地区。殷墟二期后，晚

商文化在东方的空间分布范围多有所收缩，

尤其是在东南方。燕生东以殷墟三期前后

段为界，将商文化后期在东方的发展分为两

段。商文化后期前段，鲁北与沧州东部滨海

平原成为商王朝唯一通向海洋的地方，东界

北部从潍河流域退回至丹水两岸，中南部退

回至古泗水流域西侧；商文化后期后段，东

界北部未发生变化，南部重新占领古泗水河

以东、沂水以西的地方[35]。可见晚商时期商

文化在东方南部退出了苏北、皖中北为代表

的淮河流域，发生了大范围收缩；东方北部

由潍河退至丹水、中部由沭河退至沂河，也

略有收缩。

与空间上退缩相对的是晚商文化聚落

在东方迎来了大发展。商文化后期前段，东

方北部地区以盐业聚落为中心，沿海及内陆

地区聚落遗址迅速增长（发现多达四五百

处），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有序分布；南部

豫东鲁西南地区聚落也发现超250处。商文

化后期后段，东方地区聚落数量仍在增多，

发展出以大辛庄、刘家庄、小屯、大郭、贤

城、东安等为代表的高等级聚落，出现了苏

埠屯、前掌大等超大型聚落[36]。聚落数量增

多、规模壮大所隐含的是人口的增多，但晚

商文化在空间上却未能达到殷墟一期时的范

围，令人深思。

二、从陶器文化因素看晚商
文化在东方的变迁

聚落增加的背后是人口增多，期间文化

的融合与更迭最容易体现在变化敏感的陶器

上；同时陶器更能代表区域内大量中下层人

群的文化认同，从而折射出文化潜在的发展

趋势。故而，我们以东方地区晚商文化遗址

可复原及完整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，对陶器

文化因素构成做动态分布考察。东方地区晚

商时期陶器可以划分为两群：A群、B群。

A群：典型晚商文化器类。表现出来自

晚商文化中心殷墟的因素，器形种类多样。

弧腹分裆鬲、鼓腹分裆鬲、侈口弧腹簋

形制与殷墟墓葬同时期器类一致，演变趋势

也相同，是晚商文化直接传入的结果，属于

A群（图一，1～9）。以这三类器物形制演

变为线索，可以将晚商东方地区陶器划分为

四期，分别对应殷墟文化的四期。

直腹簋、束颈鼓腹簋与殷墟墓葬同类

陶簋形制一致，如邹县南关H19∶1[37]、昌乐

东圈74∶3[38]（图二，1、2）与殷墟大司空

北M71∶2[39]、戚家庄东M242∶4[40]（图三，

1、2）器形一致。两类陶簋流行于殷墟三、

四期。

大 型 绳 纹 罐 、 球 腹 罐 、 折 沿 弧 腹 罐

与 殷 墟 同 类 陶 罐 形 制 一 致 ， 如 济 南 大 辛

庄M1∶4[41]、青州苏埠屯M8∶91[42]、济宁

凤凰台T5③∶25[43]（图二，3～5）与殷墟

大司空T1614M135∶1、T1315M164∶1、

T0902H331∶34[44]（图三，3～5）器形一致。

大型绳纹罐在阳信李屋H46、苏埠屯M7中均

有发现，年代跨殷墟一到四期；球腹罐在济

南刘家庄M76[45]、苏埠屯M8中均有发现，流

行于殷墟三、四期；折沿弧腹罐在济宁玉皇

顶J1[46]中与AⅠ式鬲共存，流行于殷墟一期。

尊形器、瓿形器、卣形器与殷墟同类

器形制一致，如平阴朱家桥[47]、苏埠屯M1∶

67[48]、济南刘家庄M76∶2（图二，6～8）

与 殷 墟 安 阳 小 屯 7 6 H 7 2 ∶ 2 1 [ 4 9 ]、 大 司 空

T1418M303∶178、郭家庄M203∶9[50]（图

三，6～8）器形一致。这三类器物从殷墟同

类器形制看，属于殷墟三、四期。

深腹盆、浅腹盆、小型陶盆与殷墟同

类陶盆形制一致，如济宁潘庙H55∶18[51]及

济南大辛庄6H43∶1、11M21∶2[52]（图二，

9～11）与殷墟安阳小屯85H136∶28、殷墟西

区M267∶5[53]、安阳小屯85H119∶1（图三，

9～11）器形一致。各类陶盆在东方地区各遗

址中多有发现，从殷墟一期延续至四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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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盘高柄豆、觚、爵、圈足盘、斗笠

形器盖、甗与殷墟同类陶器形制也都基本

一致，如章丘马安M111∶2[54]、青州苏埠屯

M7∶21、M7∶20、M7∶30、M1∶84、济

宁张山洼H7∶17[55]（图二，12～17）与殷

墟小屯西GT112③∶5[56]、郭家庄M1∶18、

M 1 ∶ 1 7 、 孝 民 屯 N M 1 7 9 ∶ 5 [ 5 7 ]、 小 屯 西

M1∶91[58]、苗圃北PNH4∶2（图三，12～ 

17）器形基本一致。这些器物中除陶甗有带

实足根与无实足根的形制差别，显示陶甗延

续时间较长，其余器类多流行于殷墟三、

四期。

假腹豆与殷墟同类豆风格相近，如济

南大辛庄11M1∶2（图二，18）与洹北商

城花园庄东T4③∶1[59]（图三，18）风格相

近，均属于殷墟一期。该类陶豆在大辛庄

11M1、11M4[60]中与AⅠ式鬲共存，年代为殷

墟一期。

这些器类均能在殷墟找到同类器，是由

殷墟直接传入的结果，且殷墟三、四期是相

关器类传入的高峰时期。

B群：本地器类，分为两种。一种器类

图一 东方地区晚商时期陶器分期图
1～6.鬲（6H133∶1、J1∶4、M23∶2、M65∶1、6T79④∶1、M88∶3） 7～11.簋（采集∶52、M107∶2、
M56∶5、M72∶11、M80∶1） 12、13.豆（H59∶6、H547∶25）（1、5、7、10、13.出自济南大辛庄，2、3.出

自邹平丁公，4、8、9.出自济南刘家庄，6、11.出自章丘马安，12.出自济宁潘庙）

分
类

分
期

一
期

二
期

三
期

四
期

A群 B群

B型B型 A型A型

1

2 13

10863

4 9 11

5 7 12

A型

簋鬲 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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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本 地 融 合

多 种 文化 因

素而产生；另

一种 器 类 为

直 接 继 承 早

商 文化 且 不

见于殷墟。以

鬲、簋、豆为

代表。

弧 腹 高

裆 袋 足 鬲 ，

形 制 受 会 泉

庄 与 芝 水 二

期 遗 存 文 化

器 类 影 响 ，

如 青 州 赵 铺

M1∶2[61]受到

昌 乐 后 于 刘

H52∶1[62]、

龙 口 楼 子 庄

H 3 6 ∶ 1 3 [ 6 3 ]

（图四，1、

4、5）形制

影 响 。 该 类

鬲与AⅡ式簋

共存，年代可

早到殷墟三、

四期。

侈 口 直

腹 簋 、柄 下

部 外 侈 的豆

等 器 类 形 制

风 格 明 确，

目前 仅 在 海

岱 地 区 成 序

列 出 现 ，为

本 地 演 化 产

物，划归为B

群（图 一 ，

图二 A群陶器
1、2 .簋（H19∶1、74∶3） 3.大 型绳纹罐（M1∶4） 4. 球腹罐（M8∶91） 5.折沿弧腹罐
（T5③∶25） 6.尊形器 7.瓿形器（M1∶67） 8.卣形器（M76∶2） 9～11.盆（H55∶18、6H43∶1、
11M21∶2） 12、18.豆（M111∶2、11M1∶2） 13.觚（M7∶21） 14.爵（M7∶20） 15.圈足盘
（M7∶30） 16.斗笠形器盖（M1∶84） 17.甗（H7∶17）（1.出自邹县南关，2.出自昌乐东圈，3、10、
11、18.出自济南大辛庄，4、7、13～16.出自青州苏埠屯，5.出自济宁凤凰台，6.出自平阴朱家桥，8.出

自济南刘家庄，9.出自济宁潘庙，12.出自章丘马安，17.出自济宁张山洼）

1 2

3
4

5

10

9
8

7
6

12 13 14

15

16 17 18

11

图三 殷墟所出与A群同类的陶器
1、2.簋（M71∶2、M242∶4） 3.大型绳纹罐（T1614M135∶1） 4.球腹罐（T1315M164∶1） 5.
折沿弧腹罐（T0902H331∶34） 6.尊形器（76H72∶21） 7.瓿形器（T1418M303∶178） 8.
卣形器（M203∶9） 9～11.盆（85H136∶28、M267∶5、85H119∶1） 12、18.豆（GT112③∶5、
T4 ③∶1） 13.觚（M1∶18） 14.爵（M1∶17） 15.圈足盘（NM179∶5） 16 .斗笠 形器盖
（M1∶91） 17.甗（PNH4∶2）（1.出自安阳大司空北，2.出自安阳戚家庄东，3～5、7.出自安阳大司
空，6、9、11.出自安阳小屯，8、13、14.出自安阳郭家庄，10.出自安阳殷墟西区，12、16.出自安阳小屯

西，15.出自安阳孝民屯，17.出自安阳苗圃北，18.出自洹北商城花园庄东）

1 2

3
4

5

10

9

8
76

12 13 14

15

16 17 18

11

332 



· 93（总       ）·

李晓健等：晚商文化在东方的进退及影响

10～13）。方辉认为侈口直腹簋为夷式簋，

流行于殷墟三、四期[64]。柄下部外侈的陶

豆在大辛庄H547中与AⅡ式鬲共存，年代属

于殷墟二期（图四，2）；此类器物数量不

多，在豫南驻马店闰楼M53、M61中也有发

现[65]（图四，6），年代较海岱地区略晚。

浅腹陶簋直接源自早商文化同类器，如

济南大辛庄M1∶2[66]源自郑州商城ZBT2⑤∶ 

24[67]（图四，3、7）。这类器物年代下限可

到殷墟一期偏早阶段。 

上述两群器物以山东地区为核心分布

区，我们在时间上以殷墟四期为标尺，空间

上以鲁山、泰山为界，可将胶东半岛以外

的地区分为鲁北、鲁南两大区域[68]。统计发

现，A群陶器中，从殷墟一期延续至四期的

器类，在整个东方地区均有分布，以弧腹分

裆鬲、鼓腹分裆鬲、侈口弧腹簋为代表；殷

墟三、四期才流行的器类主要分布在鲁北地

区，如觚、爵、圈足盘、斗笠形器盖、大型

绳纹罐、束颈鼓腹簋、尊形器、瓿形器等；

仅折沿弧腹罐（殷墟一期）、直腹簋（殷墟

三、四期）集中分布在鲁南济宁、泗水一

带。B群陶器中，豆柄外侈陶豆、浅腹直腹

簋流行于殷墟一、二期，弧腹高裆袋足鬲、

侈口直腹簋流行于殷墟三、四期。这些器类

也以鲁北为集中分布区，尤其是弧腹高裆袋

足鬲主要分布在青州一带，只有浅腹直腹簋

部分分布在鲁南的济宁-泗水一带。

殷墟一期后的东方地区，晚商文化

空间分布范围缩小，但居址数量却在增

加，尤其殷墟三、四期鲁北地区出现了

大量高等级大型聚落。此外，殷墟三、

四期的东方地区迎来了晚商文化陶器涌

入的新高峰，分布区域也以鲁北地区为

主，应与殷商重点经略该地区相关。与

此同时，鲁北地区出现了B群陶器侈口

直腹簋、弧腹高裆袋足鬲，可见此时鲁

北地区不仅文化交流频繁，且区域文化

自身特点已在逐步显露。

三、晚商东方区域文化特色

晚商时期东方地区以鲁北为中心出现B

群陶器是晚商文化处于收缩势态下的一种自

然趋势。结合晚商文化在北方、南方、西方

的进退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晚商文化

在东方所表现出来的变化。

晚商文化遗址点在北方以河北定州北

庄子遗址[69]为代表，外围分布着围坊三期文

化，内侧紧靠豫北冀南王畿地区；西北方

有晋中南灵石旌介[70]、浮山桥北[71]、闻喜酒

务头[72]等高等级据点，外围分布着李家崖文

化；西方外围分布着先周文化，南方收缩

至豫南罗山天湖遗址[73]。晚商时期外围李家

崖文化、先周文化、围坊三期文化均处于发

展、繁盛时期，给晚商文化在周邻区域的统

治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如李家崖文化（鬼方）

对晚商西北方的统治造成了巨大威胁，传世

文献屡见商王与鬼方的争战。

外围族群壮大的同时，晚商周邻地方类

型也不同程度地孕育出自身文化特色。陶器

文化因素上，罗山天湖遗址流行区域特色显

著的弧裆器[74]。灵石旌介M1∶25陶鬲的弧腹

竖直，M2∶4陶鬲为筒腹，瘪裆；浮山桥北

M1∶盗3陶鬲为深弧腹，裆微内瘪；这些均

非典型殷墟文化陶鬲。闻喜酒务头只见罐、

罍，不见其他陶器组合，M2出土陶罐为高直

图四 B群陶器及相关器物对比图
1、4、5.鬲（M1∶2、H52∶1、H36∶13） 2、6.豆（H547∶25、
M61∶1） 3、7.簋（M1∶2、ZBT2⑤∶24）（1.出自青州赵铺，2、3.出
自济南大辛庄，4.出自昌乐后于刘，5.出自龙口楼子庄，6.出自驻马

店闰楼，7.出自郑州商城）

B
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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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、腹部饰绳纹、肩部三角划纹有中轴线，

显示出强烈的自身特色。从葬俗上看，这些

遗址在与殷墟保持一致的同时，也有自身文

化特色。从发掘报告及简报看，罗山天湖墓

地青铜礼器髹黑漆、随葬工具的比例高；

灵石旌介墓葬为一椁多棺合葬；浮山桥北大

墓墓道随葬车马；闻喜酒务头大墓为“T”

形墓、墓壁粗糙未修整等葬俗极具自身特

色。关中地区老牛坡遗址则更为特殊，张天

恩指出老牛坡遗址不是由殷墟文化发展起来

的，与殷墟晚商文化有明显差别[75]；刘绪则

认为其不属于商文化系统[76]。总之，正如郜

向平所言，商系墓葬中各地区墓葬在第Ⅴ阶

段（殷墟三期）差异开始不同程度的表现出

来[77]。各地方类型与晚商文化中心的差异愈

加显著。

晚商文化的收缩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，

一方面是空间范围上的收缩，另一方面是文

化影响力、控制力上的衰退。后者又体现在

两个方面，其一是周边地方文化的崛起、壮

大，与晚商文化形成竞争、敌对关系，如李

家崖文化、先周文化；其二是地方文化类型

的独立化，孕育出异于殷墟文化的自身文化

特色，如周邻各地方文化类型。

晚商时期的东方地区独立性虽不及其他

地区，但同样呈现出一定地方特色。如B群

陶器中演化序列明确的侈口直腹簋。统计发

现，侈口直腹簋以章丘马安、大辛庄遗址出

土数量最多，且在鲁北东部地区遗址中多有

发现，苏埠屯遗址M7∶25陶簋形制也受其

影响。这种现象说明鲁北东部地区文化间互

动交流更为频繁，孕育出本地特色的“夷式

簋”。此外，A群陶器中的觚、爵也很有指示

意义。陶觚、爵罕见于殷墟以外的区域，只

有青州苏埠屯和济南刘家庄墓葬[78]出土，说

明二者同殷都关系相当密切，但两遗址之间

陶觚、爵却存在一定的形制差异。

青州苏埠屯M1∶68陶觚，喇叭口，口

腹转折十分明显，腹部竖直且占器身比例

很大（图五，4）；M7∶21陶觚，整体器高

变矮小，制作变粗糙（图五，5）；M7∶20

陶爵，低束颈，微流无尾，腹底器壁外侧微

鼓，腹底所占器身比例很小，圜底近平，矮

锥足，制作粗糙（图五，6）。苏埠屯M1、

M7陶器年代最晚可到殷墟四期偏早阶段，陶

觚、爵与同时期殷墟主流陶觚、爵形制完全

一致（图五，1～3）。

济南刘家庄M109∶17、M122∶50陶

觚，喇叭口，斜弧腹，形制规整（图五，

7、8）；M122∶51陶爵，无颈腹分界，微

流无尾，斜弧腹，圜底，形制规整（图五，

9）。与殷墟同时期陶觚、爵既有相似之

处，又有自身地方特色。如M109∶17陶觚器

形矮胖、M122∶50陶觚圈足极低、M122∶

51陶爵相较于文源绿岛M55∶2器足更高等。

图五 殷墟、苏埠屯、刘家庄遗址出土陶觚、爵器形举例
1、2、4、5、7、8.觚（T0507M105∶1、M1∶18、
M1∶68、M7∶21、M109∶17、M122∶50） 3、6、9.爵
（M1∶17、M7∶20、M122∶51）（1.出自安阳大司空，
2、3.出自安阳郭家庄，4～6.出自青州苏埠屯，7～9.出自

济南刘家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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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来看，殷墟KAM116∶2陶觚、北徐家桥

M458∶1陶觚、殷墟西区M161∶2陶爵形制

接近刘家庄M109、M122所出陶觚、爵，但

殷墟上述陶觚更加矮小、陶爵器足更低，是

殷墟四期陶觚、爵制作粗糙化的产物，年代

略晚于刘家庄遗址。

从青铜器铭文看，苏埠屯出土了大量

铭铜器，黄组甲骨卜辞也见“小臣醜”（《合

集》36419、36824）。李学勤认为 源自甲

骨卜辞小臣醜，且小臣醜参加了帝辛十祀

征夷方的战事[79]。 应该是商王派驻于东土

的官员。刘家庄出土 铭铜器可早到殷墟三

期，殷墟出土 铭铜器年代偏晚，或可说明

殷墟所见 族是由刘家庄迁入的[80]。整体来

看，相较于济南大辛庄、章丘马安遗址，青

州苏埠屯、济南刘家庄与殷墟关系异常密

切，然而二者与殷商王朝关系似乎也有亲疏

差别。从陶觚、爵形制及铜器铭文看，苏埠

屯遗址与殷商王朝关系更为密切。同时，上

述现象也体现出殷商王朝经略东方过程中，

高等级人群的复杂性、多样性。

在葬俗上，晚商文化东方地区与商文化

中心区一致性较高，仅有少量区域特色，如

青州苏埠屯四条墓道的M1中使用“T”形腰

坑。东方地区与商文化中心的差异更多体现

在文化因素上，岳洪彬曾指出苏埠屯铜器形

制、纹饰上存在地方特色[81]。济南刘家庄遗

址发掘报告也指出，该遗址上层人群葬俗与

殷墟基本一致，平民阶层人群中既有商文化

因素，也有鲁北文化因素[82]。总之，晚商时

期东方地区作为殷商王朝重点经略的地区，

相较于其他地区，与殷墟关系更为密切，但

部分遗址自身文化特色也在逐渐显露，尤其

是在殷墟三、四期后，这一特点似乎也为殷

商衰落埋下了伏笔。

四、征东夷与商王朝
在东方的统治

与晚商文化在东方的发展、殷商王朝在

东方的经略直接相关的是商夷关系。关于东

夷的地望问题，学界观点不一。董作宾认为

在淮水流域附近[83]；郭沫若认为东夷泛指山

东岛夷与淮夷[84]；王恩田认为在鲁南费县一

带[85]；李学勤认为在潍、淄河流域[86]；孙亚冰

综合各家观点后认为人方只是东夷的一支，

在皖北淮河一带活动，并指出其被商王征伐

后向东、向北退缩[87]。燕生东结合最新考古

发现，认为东夷分布于胶莱平原、胶东半岛、

鲁东南等地，文化面貌为岳石文化的后续文

化会泉庄与芝水二期遗存[88]。结合孙亚冰与

燕生东的研究成果，可知商代的东夷很可能

是一个泛称，泛指与岳石文化及其后续文化

相关的人群，郭沫若的认识可能更加符合实

际。西周时期史密簋记载，西周中期南淮夷沿

沂水北上，广伐东国，周王被迫派师俗、史密

进行征伐[89]。尽管史密簋记载的是南淮夷入

侵事件，但可知夷人的入侵具有很大流动性，

对其征伐也与侵入地区有关而非固定地点。

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晋南地区商文化遗

址衰落，与此同时商文化加强向东方、南方

的拓展，学者认为与商王朝盐、铜资源来源

的改变有关[90]，这一观点很有道理。但商文

化的东进挤压了东夷人群的生存空间，导致

商王朝与东夷爆发冲突，如《后汉书·东夷

传》注引《竹书纪年》：“（仲丁）征于蓝

夷”[91],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引《竹书纪年》：

“（河亶甲）征蓝夷，再征班方”[92] 等。商

王朝控制鲁北盐业资源后，逐步强化对东

方地区的经略。殷墟一期开始，鲁北地区聚

落围绕盐业资源实现有序布局，发展出众多

中心性聚落。殷商王朝在东方经略的成功，

加剧了与东夷人群的矛盾。东夷始终处于时

叛时服的状态，殷商王朝始终未能彻底解决

东夷问题，如李发研究发现从师宾间类卜辞

（武丁早期）到黄类卜辞（帝乙帝辛）皆

有与征（东）夷有关的记载[93]。这一局面与

东夷壮大有关，也与殷商王朝控制力衰退

有关。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记载：“武乙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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敝”“东夷濅盛”“渐居中土”[94]。武乙时期

商王朝势力衰退，东夷趁机侵扰东土，侧面

说明东夷实力相对壮大。

从考古发现来看，殷墟三、四期时殷商

王朝持续对鲁北地区经略，中心性高等级聚

落数量增加。高等级聚落中族徽数量增多，

且这些族氏多与殷墟及其周邻族氏有关[95]。

这样的发展对于殷商王朝而言或许是把“双

刃剑”：一方面对东方的持续经略，不断地

人力、物力输送，有助于实现对东方盐业资

源的有效控制；另一方面大量族氏驻扎东方

也会造成殷墟的削弱。“东进”族氏短期内出

现自身文化特色，似乎也暗示着远离殷墟加

速了其与中心王朝的疏远。

此外，鲁中南、鲁西南聚落的发展尚需

再做梳理。殷墟三、四期时，古泗水河流域

东侧的聚落再次增多，众多遗址中发现有青

铜器。这些遗址的出现可能与商末征东夷有

关，部分也可能与周初分封有关，因遗址出

土铜器形制偏早，而导致年代认识偏早。殷

墟三、四期时，商王朝为阻止东夷从鲁西南

入侵殷商东土而增设据点，晚商时前掌大聚

落的繁盛即与此相关。周初周王朝东封，殷

遗贵族将商末铜器携带至此，促成众多遗址

出土商末周初铜器，如李宏飞认为前掌大部

分墓葬出土铜器属于“殷遗系铜器群”[96]。

但具体遗址时代、性质的判定，还有赖于更

多典型陶器的发现。苏北铜山丘湾遗址晚期

遗存由商末改定为西周时期[97]，也说明陶器

材料的新发现及细致分析，这对准确认识相

关遗存至关重要。

附记：本文是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

目“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商周陶器综合研究”

（项目编号2021G009）、陕西省教育厅科学

研究计划项目“三水河流域商周时期文化格

局与聚落结构研究”（项目编号23JP165）、

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“黄

土高原与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研究”（项目编

号2022JZDZ026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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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信息与交流

《宝鸡旭光墓地》简介

《宝鸡旭光墓地》由宝鸡市考古研究所

编著，文物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。本书为

大16开精装本，正文329页，图版167页，定

价580元。

宝鸡市考古研究所2018～2020年在宝

鸡旭光墓地发掘了75座先周、西周、东周墓

葬，1984年在同一区域清理出另外2座西周

墓葬，共计77座墓葬。先周、西周时期这里

是一处公共墓地，墓葬以台地的中脊为中心

向东西两侧排布，其中以西周早期墓葬占绝

大多数，是该墓地对应聚落的繁荣期。47座

西周墓葬自南向北可分4个墓区，每个墓区

都有1座规格较高的墓葬，墓主可能是该区

域的中心人物。28座东周墓葬中，27座为秦

文化墓葬，1座为具有北方草原文化（狄文

化）特征的墓葬。

该报告详细公布了此次发掘的全部材料，

在应用传统考古学方法的基础上，借助多学科

手段整理、分析了这批材料，附录收录了目前

的研究成果。本报告为认识该区域周秦时期社

会面貌、跨区域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信息。

 （佚 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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